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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部草地植被降水利用效率的时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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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被降水利用效率（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ＵＥ）是评价干旱、半干旱地区植被生产力对降水量时空动态响应特征的

重要指标。 本研究利用光能利用率 ＣＡＳＡ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Ａｍｅ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模型估算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西北七省草地植

被净初级生产力（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ＰＰ），结合降水量的空间插值数据，分析了近 １０ 年草地植被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主要

植被类型的 ＰＵＥ，及其时空格局的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 （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西北七省草地植被的平均 ＰＵＥ 为 ０．６８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 在温带草地各类型中，ＰＵＥ 的大小顺序为草甸草原＞灌丛＞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荒漠，各类型草地 ＰＵＥ 之间差异显著；
对于高寒草地而言，高寒草原的 ＰＵＥ 显著高于高寒草甸；（２）温带草地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与年降水量的关系呈抛物线形状（Ｒ２ ＝

０．６５， Ｐ＜０．００１），ＰＵＥ 峰值出现在年降水量 Ｐ＝ ４７２．９ ｍｍ 的地区；荒漠地区植被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与年降水量的关系同样呈抛物

线形状（Ｒ２ ＝ ０．６３， Ｐ＜０．００１），ＰＵＥ 峰值出现在年降水量 Ｐ＝ ２６３．２ ｍｍ 的地区；对于高寒草地而言，年降水量 １００ ｍｍ 以下地区

植被 ＰＵＥ 变异较大，年降水量大于 １００ ｍｍ 的地区植被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随降水量的变化呈抛物线形状（Ｒ２ ＝ ０．４７， Ｐ＜０．００１），

ＰＵＥ 峰值出现在 Ｐ＝ ５５９．２ ｍｍ 的地区；（３）不同降水量区域，植被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气候因子的关系也有较大差别。 在年降水

量为 ２００—１０００ ｍｍ 的地区，草地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年降水量的变化呈正相关；在年降水量高于 １０５０ ｍｍ 的地区，草地 ＰＵＥ 的

年际波动与年均温的相关性较强，相关系数最高可达到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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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陆地生态系统而言，降水通常是控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动态变化、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因

素［１２］。 对于占陆地面积 ４５％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而言，降水的作用体现的尤为明显［３］。 以往对于全球不同地

区生态系统的研究表明，植被的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与年降水量呈正相关关系［２⁃７］。 降水利用效率（ＰＵＥ），
被定义为植被 ＮＰＰ 与年降水量的比值，体现了植被利用水分将营养物质转化为生物量的能力［８９］。 ＰＵＥ 能够

反映植被光合作用同化过程与水分消耗特性之间的关系，是在区域尺度上分析和评价植被生产能力对降水量

时空变化响应特征的重要指标［３，１０］。 研究区域尺度下植被 ＰＵＥ 随气象因子梯度的时空变化特征，也有助于

进一步理解气候变化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作用［３，６，１１］。
目前，对于植被 ＰＵＥ 随降水量梯度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空间上研究不同区域植被的多年

平均 ＰＵＥ 随降水量梯度的区域间差异（ｓｉｔｅ⁃ｔｏ⁃ｓｉｔｅ）；在时间上研究同一区域植被不同年份间 ＰＵＥ 随降水量波

动的差异（ｙｅａｒ⁃ｔｏ⁃ｙｅａｒ）。 然而，由于不同研究所选取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差异，得到的结论也并不一致。
首先，在空间上，不同区域因降水量的差异导致的 ＰＵＥ 梯度变化。 Ｌｅ Ｈｏｕéｒｏｕ［８］研究认为，在空间上随着干旱

程度和潜在蒸散的增加，降水变率与无效降水的百分比随之增加，而植被 ＰＵＥ 有降低的趋势。 事实上，因生

物地球化学因素和植被自身群落结构的差异，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植被的 ＰＵＥ 对降水量变化的响应存在较大

差异［３，１２］。 Ｈｕｘｍａｎ 等［６］对于南、北美洲 ９ 个生物群系的研究认为，随着年降水量依荒漠—草原—森林逐渐升

高，植被 ＰＵＥ 呈降低趋势。 Ｐａｒｕｅｌｏ 等［７］ 基于对全球 １１ 个温带草地生态系统的研究认为，沿 ２００—１２００ ｍｍ
的降水梯度，ＰＵＥ 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在降水量为 ４７５ ｍｍ ／ ｙｒ 的地区达到峰值。 其次，在时间上，同一

地区年际间降水量的波动导致的 ＰＵＥ 动态变化。 通常认为，对某一特定的生态系统而言，随年际间降水量的

增加，ＰＵＥ 呈下降趋势［７，１３］。 如 Ｈｕｘｍａｎ 等［６］ 对于南、北美洲 ９ 个生物群系的研究认为，在最干旱的年份中，
所有生物群系的 ＰＵＥ 趋向于一个相同的峰值。 Ｂａｉ 等［３］对于降水梯度下内蒙古草地 ２１ 个实测点的研究也认

为不同草地群落的 ＰＵＥ 在最干旱的年份中趋向于一个相同的峰值，而在最湿润的年份中趋向于一个相同的

谷值。 但 Ｈｕ 等［１０］对于中国 ４５００ ｋｍ 草地样带的研究则认为，草地 ＰＵＥ 的年际间波动并不存在上述研究提

到的峰值和谷值，且在 ２３ 个实测站点中只有 ２ 个站点的 ＰＵＥ 年际波动同降水量呈负相关。 此外，Ｙａｎ 等［１４］

对于美国大平原草地的研究则认为，ＰＵＥ 随降水量的年际波动呈单峰曲线，即在相对干旱年份、湿润年份植

被的 ＰＵＥ 较低，而在年降水相对适中的年份达到峰值。
草地是我国分布最广泛的陆地生态系统，其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４０％［１０］。 草地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

农牧业生产基地，人类活动强度大，且大部分植被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最

为敏感的区域之一［１５］。 降水作为草地生态系统功能最主要的限制因子，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均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生态系统功能及其变异性［３］。 以往研究者对于我国西部地区草地 ＰＵＥ 的研究多是基于实测数

据。 Ｂａｉ 等［３］基于内蒙古 ２１ 个站点的实测数据（各站点时间跨度为 ７—２４ 年），认为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随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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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增加而增加， 而其年际波动则与降水量呈负相关关系。 Ｈｕ 等［１０］ 通过文献搜集结合实测得到了中国西

北部 ４５００ｋｍ 草地样带上 ５８０ 个站点的 ＰＵＥ 数据，发现植被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随降水量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

低的趋势。 Ｙａｎｇ 等［１６］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青藏高原 １３５ 个实测站点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论。 Ｌｉ 等［１７］基于中

国科学院海北试验站 ３０ 年的实测数据，研究了单个站点上青藏高原草地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及其与气候因素的

相关性，认为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和年际波动均随年降水量的增加而下降。 由此可见，由于实测数据的缺乏，上
述研究在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选取上均受到了限制，使得研究的结果相差较大。 此外，实测站点的草地样

地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能否反映某一类或某一区域草地植被的整体状况，也成为影响研究结果的重要因素。
因此，基于区域尺度的草地植被 ＰＵＥ 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尚需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遥感影像数据和生态模型的广泛应用，为从较大的降雨量区间上探讨长时间序列下草地植被的

时空格局及其动态变化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 而中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如 ＭＯＤＩＳ、ＳＰＯＴ、ＴＭ ／ ＥＴＭ 等）的
使用，也能使植被状况在像元尺度上得到反映，从而更加全面且具有代表性。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 ＣＡＳＡ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Ａｍｅ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模型，结合遥感影像数据和气象数据，估算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西北七

省（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地区植被的 ＰＵＥ，从区域尺度探讨和分析该地区植被 ＰＵＥ 的

时空格局及其气候影响模式，这将有助于加深对干旱、半干旱地区植被生产力形成过程的认识，并为全球气候

变化对生态系统碳、水循环的影响提供判断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ＰＵＥ 的计算

根据研究目的和获取数据手段的差异，不同研究的 ＰＵＥ 计算方法也不同。 根据概念，ＰＵＥ 为年净初级生

产力（ＮＰＰ）与年降水量（ＰＰＴ）的比值：

ＰＵＥ＝ＮＰＰ
ＰＰＴ

（１）

在基于地面实测数据的研究中，研究者普遍采用植被地上净初级生产力（ＡＮＰＰ）代替 ＮＰＰ 来计算

ＰＵＥ［３，１０］，其中所隐含的假设为 ＡＮＰＰ 与 ＮＰＰ 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 Ｌｏ Ｓｅｅｎ 等［１８］研究指出： 干旱、半干

旱地区生态系统的 ＮＰＰ 与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呈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所以在利用遥感影像数据研究这

些地区 ＰＵＥ 的空间变异特征时，研究者常采用年 ＮＤＶＩ 总和（åＮＤＶＩ）代替 ＮＰＰ 来计算 ＰＵＥ ［１９］。 本研究采

用基于光能利用率 ＣＡＳＡ 模型的 ＮＰＰ 模拟结果来计算 ＰＵＥ，年降水量 ＰＰＴ 采用气象台站数据空间插值结果。
１．２　 ＮＰＰ 估算模型

ＣＡＳＡ 模型是由遥感、气象、植被以及土壤类型数据共同驱动的光能利用率模型，模型通过遥感数据中提

取的植被指数来估算太阳辐射中被植被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ＡＰＡＲ），结合植被对于到达地表的光合有效辐

射的利用效率（ε）来估算植被 ＮＰＰ，其估算公式如下：
ＮＰＰ（ｘ，ｔ） ＝ ＡＰＡＲ（ｘ，ｔ） × ε（ｘ，ｔ） （２）

式中， ＡＰＡＲ（ｘ，ｔ）表示像元 ｘ 在 ｔ 月份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ε（ｘ，ｔ）表示像元 ｘ 在 ｔ 月份的实际光能利用率。
光合有效辐射（ＰＡＲ）是植被进行光合作用的动力，植被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ＡＰＡＲ）取决于太阳总辐射和植

被对光合有效辐射的吸收比例，用公式（３）计算：
ＡＰＡＲ ｘ，ｔ( ) ＝ ＳＯＬ ｘ，ｔ( ) × ＦＰＡＲ ｘ，ｔ( ) × ０．５ （３）

式中： ＳＯＬ （ｘ，ｔ）表示像元 ｘ 在 ｔ 月份的太阳总辐射量（ＭＪ ／ ｍ２）； 常数 ０．５ 表示植被所能利用的太阳有效辐射

（４００—７００ ｎｍ）占太阳总辐射的比例； ＦＰＡＲ（ｘ，ｔ）表示植被层对入射的光合有效辐射的吸收比例，主要由地

表植被覆盖类型和覆盖程度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 ＦＰＡＲ 与 ＮＤＶＩ、ＳＲ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ａｔｉｏ）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因
而可以通过 ＭＯＤ１３Ａ１ 产品提取 ＮＤＶＩ 对 ＦＰＡＲ 进行估算。

光能利用率是指植被把所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ＰＡＲ）转化为有机碳的效率，它主要受温度和水分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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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用公式（４）计算：
ε ｘ，ｔ( ) ＝ Ｔε１ ｘ，ｔ( ) × Ｔε２ ｘ，ｔ( ) × Ｗε ｘ，ｔ( ) × εｍａｘ （４）

式中： Ｔε１（ｘ，ｔ）和 Ｔε２（ｘ，ｔ）表示温度对光能转化率的影响，Ｗε（ｘ，ｔ）表示水分条件对光能转化率的影响，εｍａｘ表

示在理想状态下植被的最大光能利用率，其取值因植被类型不同而有较大差别。 由于 εｍａｘ对 ＮＰＰ 的估算结

果影响很大，人们对它的大小一直存在争议，取值范围从 ０．０９ 到 ２．１６。 传统的 ＣＡＳＡ 模型中所使用的全球植

被月最大光能利用率为 ０．３８９ ｇ Ｃ ／ ＭＪ，在实际应用中，许多研究者常根据研究区具体植被类型对这一取值进

行修正。 朱文泉等［２０］根据误差最小的原则，利用中国的 ＮＰＰ 实测数据，模拟各植被类型的最大光能利用率。
该研究成果在利用 ＣＡＳＡ 模型估算中国地区的 ＮＰＰ 时得到广泛应用，龙慧灵等［２１］在估算内蒙古草地 ＮＰＰ 时

也采用这一取值，本文对 εｍａｘ 的取值也参照这一成果，各植被类型取值分别为： 落叶针叶林 ０．４８５ ｇ Ｃ ／ ＭＪ，
常绿针叶林 ０．３８９ ｇ Ｃ ／ ＭＪ，落叶阔叶林 ０．６９２ ｇ Ｃ ／ ＭＪ，常绿阔叶林 ０．９８５ ｇ Ｃ ／ ＭＪ，针阔混交林 ０．４７５ ｇ Ｃ ／ ＭＪ，常
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０．７６８ ｇ Ｃ ／ ＭＪ，灌丛 ０．４２９ ｇ Ｃ ／ ＭＪ，草地、耕地及其他 ０．５４２ ｇ Ｃ ／ ＭＪ。
１．３　 植被覆盖度的计算

植被覆盖度和 ＮＤＶＩ 之间存在极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通常通过建立二者之间的转换关系，直接提取植

被覆盖度信息。 采用像元二分模型估算植被覆盖度，假设每个像元的 ＮＤＶＩ 值可以由植被和土壤两部分合

成，则 ＮＤＶＩ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ｖＦＶＣ＋ＮＤＶＩｓ １－ＦＶＣ( ) （５）

式中，ＮＤＶＩｖ为植被覆盖部分的 ＮＤＶＩ 值，ＮＤＶＩｓ为土壤部分的 ＮＤＶＩ 值，ＦＶＣ 为植被覆盖度。 根据公式（５），
ＦＶＣ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ＦＶＣ＝
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ｓ
ＮＤＶＩｖ⁃ＮＤＶＩｓ

（６）

本研究在实际计算过程中，分别用生长季内植被 ＮＤＶＩ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代替 ＮＤＶＩｖ和 ＮＤＶＩｓ，则植被覆

盖度公式如下：

ＦＶＣ＝
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ｍｉｎ

ＮＤＶＩｍａｘ－ＮＤＶＩｍｉｎ
（７）

式中，ＮＤＶＩｍａｘ和 ＮＤＶＩｍｉｎ分别为整个生长季植被 ＮＤＶＩ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１．４　 数据获取及预处理

ＮＤＶＩ 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ＡＳＡ）的 ＥＯＳ ／ ＭＯＤＩＳ 数据（ ｈｔｔｐ： ／ ／ ｅｄｃｉｍｓｗｗｗ． ｃｒ． ｕｓｇｓ． ｇｏｖ ／
ｐｕｂ ／ ｉｍｓｗｅｌｃｏｍｅ），选择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的 ＭＯＤ１３Ａ１ 数据产品，时间分辨率为 １６ 天，空间分辨率为 ５００ ｍ ×
５００ ｍ。 使用ＭＲＴ （ＭＯＤＩＳ 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将下载的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 数据进行格式转换和重投影，把 ＨＤＦ 格

式转换为 Ｔｉｆｆ 格式，并将 ＳＩＮ 地图投影转换为 ＷＧＳ８４ ／ Ａｌｂｅｒｓ Ｅｑｕａｌ Ａｒｅａ Ｃｏｎｉｃ 投影，同时完成图像的空间拼

接和重采样。 采用最大合成法（ＭＶＣ）将 １６ 天的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 数据合成，得到月 ＮＤＶＩ 数据，并利用行政区划

图剪取西北七省地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逐月 ＮＤＶＩ 的栅格图像。
气象数据采用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ｈｔｔｐ： ／ ／ ｃｄｃ．ｃｍａ．ｇｏｖ．ｃｎ）提供的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全国 ７２２ 个

标准气象站点的月平均气温和月降水量资料。 根据各气象站点的经纬度信息，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ｔ 模块对气象数据进行 Ｋｒｉｇｉｎｇ 空间插值，获取与 ＮＤＶＩ 数据像元大小一致、投影相同的气象数据栅格图

像。 通过数据掩膜，剪取西北七省地区月平均气温和月降水量的栅格图像。
土地利用覆盖数据来源于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提供的 ２００５ 年中国 １：２５

万土地覆盖图。 该数据是基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０ 万土地利用数据构建土地覆盖基本地图作为土地覆盖遥感制图

的框架数据和控制基础，同时利用 ２００５ 年 ２５０ ｍ ´２５０ ｍ 空间分辨率的 ＭＯＤＩＳ 数据，通过自动分类，获取林、
草、水浇地等次级类型信息，支持在框架数据基础上的全数字作业，实现不同土地覆盖类型的属性划分与制

图，并结合辅助资料、野外考察记录、遥感图像分析等进行全数字制图。 数据内容包括森林、草地、农田、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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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荒漠等 ６ 个一级类型和 ２５ 个二级类型。 根据需要，本研究对农田、城镇、水体和荒漠类型中的二级类型

进行合并，重分类后的土地利用覆盖图共包括 ８ 个类型（图 １）。
１．５　 模型验证

由于实测 ＮＰＰ 难度比较大，往往采用生物量换算的 ＮＰＰ 数据代替 ＮＰＰ 实测数据进行模型验证。 本文将

２００９ 年 ７、８ 月份实测的内蒙古草地 ６３ 个样地的生物量数据换算成草地植被地上、地下植被生产力，并将实

测数据的空间位置与 ＣＡＳＡ 模型的模拟结果一一对应，进行模型否认精度验证。 采样点如图 １Ｃ 所示，调查样

方面积为 １ ｍ × １ ｍ，每处 ５ 个重复。 齐地收割植物地上部分，在 ７０ ℃的恒温烘箱内烘干至恒重后称取干质

量。 根据马文红等［２２］对内蒙古草地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分配比例的研究，取近似比为 １：５．７３，取碳转化率为 ０．
４７５，得到实测的 ＮＰＰ。 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图 ２）显示，ＮＰＰ 实测值与 ＣＡＳＡ 模型模拟值相关性较强（Ｒ２ ＝ ０．
６１，Ｐ＜０．００１，ｎ ＝ ６３） ，可以认为 ＣＡＳＡ 模型适于内蒙古草地植被 ＮＰＰ 的估算。 此外，ＣＡＳＡ 模型近年来被广

泛应用于估算不同地区植被的 ＮＰＰ，如羌塘高原［２３］、甘南草地［２４］、藏北草地［２５］、西南喀斯特地区［２６］及南方丘

陵山地［２７］，其在不同地区的模拟精度得到了广泛认可，因此可以认为 ＣＡＳＡ 模型的模拟精度适合中国西北部

草地 ＮＰＰ 的估算。

图 １　 研究区草地类型划分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图 ２　 草地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模拟值与实测值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ＰＰ）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中国主要草地植被 ＰＵＥ 的空间格局

研究区地域辽阔，跨越了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和干旱区 ３ 个气候区，盆地、高原、山地、平原等地形交错分

布，导致该地区气候要素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图 ３Ａ、Ｂ）。 年降水量的空间分布呈由东南向西北递

减的趋势，西藏念青唐古拉山以南地区及川西高原的年降水量较高，多为 ６００—８００ ｍｍ，部分地区达到 ８００
ｍｍ 以上；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年降水量较低，多为 １００ ｍｍ 以下。 受地形及海拔高度的影响，年均温空间分布

的纬度地带性不明显，青藏高原及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高原的年均温较低，为－４—０ ℃；四川盆地西缘、新
疆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的年均温较高，多处于 １２—１５ ℃范围。

草地植被 ＮＰＰ 的空间分布与年降水量的空间分布规律较一致（图 ３Ｃ），总体上由东南向西北递减（除西

北部新疆天山、阿尔泰山地区 ＮＰＰ 较高），而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则较为破碎，不存在相应的空间变化规律（图
３Ｄ）。 总体而言，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西北七省草地植被的平均 ＰＵＥ 为 ０．６８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 内蒙古东北大兴安

岭林区、阴山山脉中段、甘肃祁连山山脉东段、甘南自治州、新疆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西段北坡地区植被

ＰＵＥ 较高，多数地区达到 １．５—３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其次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西部、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青藏

川交界地区，草地植被 ＰＵＥ 多处于 ０．５—１．５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之间；其他地区的 ＰＵＥ 较低，多处于 ０．５ ｇ Ｃ 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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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１以下。

图 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西北七省草地年降水量（Ａ）、年均温（Ｂ）、ＮＰＰ （Ｃ）和 ＰＵＥ （Ｄ）的空间格局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Ｂ）， ＮＰＰ （Ｃ） ａｎｄ ＰＵＥ （Ｄ）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ｅｖｅ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２．２　 不同草地类型植被 ＰＵＥ 的差异

如图 ４ 所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我国主要草地类型 ＰＵＥ 的分布范围为 ０．４２—１．５９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其中，草甸草

原的 ＰＵＥ 最高（１．５９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其次为灌丛（１．２４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典型草原（０．９７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高寒草

原（０．８４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和荒漠草原（０．５８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高寒草甸和荒漠植被的 ＰＵＥ 较低（０．４６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

和 ０．４２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二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整体而言，温带草地的 ＰＵＥ（０．９６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高于高寒草

地的 ＰＵＥ（０．６５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 在温带草地各类型中，ＰＵＥ 的大小顺序为草甸草原＞灌丛＞典型草原＞荒漠草

原＞荒漠，各类型草地 ＰＵＥ 之间差异显著。 对于高寒草地的 ２ 个二级类型而言，高寒草原的 ＰＵＥ 显著高于高

寒草甸的 ＰＵＥ。
２．３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与气候因子的关系

为了分析草地植被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规律与降水量、温度的关系，本研究选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的平均 ＰＵＥ
和年降水量数据，分别计算了温带草地、荒漠和高寒草地植被年降水量空间分布区间中每 ０．１ ｍｍ 降水量区域

内的平均 ＰＵＥ，得到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随年降水量变化的关系图。
温带草地分布区的平均年降水量为 ２７１．５ ｍｍ，其中年降水量处于 １００—５００ ｍｍ 区间的草地面积占温带

草地总面积的 ７６．３％。 如图 ５Ａ 所示，温带草地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与年降水量的关系呈抛物线形状（Ｒ２ ＝ ０．６５，
Ｐ＜０．００１），在年降水量 Ｐ＝ ４７２．９ ｍｍ 的地区，ＰＵＥ 为峰值。 而在年降水量小于 １５０ ｍｍ 的地区，ＰＵＥ 的空间分

布随降水量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中 ＰＵＥ ＞ １ 的区域主要对应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

木河沿岸以及沙漠南缘的昆仑山北坡草原。 年降水量处于 １５０—４７２．９ ｍｍ 区间的地区，年平均温度为 ５．０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随降水量的增加显著升高（Ｒ２ ＝ ０．５７， Ｐ＜０．００１）；由以 ＰＵＥ 为自变量，降水量（Ｐ）和气温

（Ｔ）为自变量所建立的一元二次方程（ＰＵＥ＝－０．４２５＋０．００５５７ ´Ｐ＋０．００３６８ ´Ｔ， Ｒ２ ＝ ０．４９， Ｐ＜０．００５）可知，Ｐ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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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西北七省不同草地类型的 ＰＵＥ（平均值±标

准误差）Ｆｉｇ．４　 ＰＵ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ｍｅａｎ ± ＳＥ）

ＭＳ，草甸草原；ＴＳ，典型草原；ＤＳ，荒漠草原；Ｓ，灌丛；Ｄ，荒漠；ＡＭ，

高寒草甸；ＡＳ，高寒草原（ｐ ＜ ０．０５）

的空间变化与降水量、气温呈显著相关关系，二者可解

释 ＰＵＥ 空间变化的 ４９％，其中降水量的贡献是温度的

１．５１ 倍。 年降水量 Ｐ ＞ ４７２．９ ｍｍ 的地区空间上对应甘

肃甘南和陇南地区、川西高原及青藏高原东南缘，年平

均温度为 ８．５ ℃，草地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随降水量的增

加呈降低趋势。
荒漠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 １５４．２ ｍｍ，其中年降水

量 ２００ ｍｍ 以下地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８１．２％。 如图 ６ 所

示，荒漠地区植被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与年降水量的关系

同样呈抛物线形状（Ｒ２ ＝ ０．６３， Ｐ＜０．００１），ＰＵＥ 的峰值

出现在年降水量 Ｐ＝ ２６３．２ ｍｍ 的地区，这一值低于温带

草地 ＰＵＥ 峰值的降水量区间（Ｐ ＝ ４７２．９ ｍｍ）。 值得注

意的是，在 ０—２００ ｍｍ 降水量区间，植被 ＰＵＥ 的空间分

布随降水量的增加呈显著下降趋势（Ｒ２ ＝ ０．２５， Ｐ＜０．
００１）。 由 ＰＵＥ 和气候因子的回归方程可知（ＰＵＥ ＝ ０．
６８９ － ０．００１４１ ´Ｐ － ０．０１４６ ´Ｔ， Ｒ２ ＝ ０．１７， Ｐ＜０．０５），ＰＵＥ 随降水量、气温的升高显著下降，且与气温的负相关

性更强。

图 ５　 温带草原 ＰＵＥ 随年降水量的变化模式（Ａ）及不同降水量区的空间分布（Ｂ）

Ｆｉｇ．５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Ｕ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ｓ （Ｂ） 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高寒草地分布区的平均降水量为 ３６６．１ ｍｍ，年平均气温较低，为 ２．９ ℃。 年降水量 １００ ｍｍ 以下地区植

被 ＰＵＥ 变异较大，出现极值：ＰＵＥ 波动范围为 ０．３６—２．５７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平均值为 ０．９３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其中

ＰＵＥ 大于 １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的植被面积占该地区面积的 ３３．２％；年降水量大于 １００ ｍｍ 的地区空间上对应青藏

高原和川西高原的高寒草地，总体而言植被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随降水量的变化呈抛物线形状（Ｒ２ ＝ ０．４７， Ｐ＜０．
００１），ＰＵＥ 峰值出现在 Ｐ＝ ５５９．２ ｍｍ 的地区。 其中，降水量为 ２００—５２５ ｍｍ 的区域主要位于青藏高原腹地，
占高寒草地总面积的 ６４．５％，年平均气温仅 １．９ ℃。 该区域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随年降水量的增加显著升高（Ｒ２

＝ ０．６１， Ｐ＜０．００１）， 变化速率约为降水量每增加 １００ ｍｍ，ＰＵＥ 升高 ０．１３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 分析表明，ＰＵＥ 随气

温和降水量的增加而升高，二元一次线性关系为极显著（ＰＵＥ ＝ －０．４２３＋０．００５１６ ´Ｐ＋０．００４５７ ´Ｔ； Ｒ２ ＝ ０．７５３，
Ｐ＜０．００１），由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该区域以降水量的影响为主导，但气温的作用与之相当，降水量和气温能

够解释 ＰＵＥ 空间变化的 ７５．３％。 年降水量大于 ５２５ ｍｍ 的地区，ＰＵＥ 空间变化随降水量的增加呈降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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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荒漠草原 ＰＵＥ 随年降水量的变化模式（Ａ）及不同降水量区的空间分布（Ｂ）

Ｆｉｇ．６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Ｕ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ｓ （Ｂ） 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图 ７　 高寒草原 ＰＵＥ 随年降水量的变化模式（Ａ）及不同降水量区的空间分布（Ｂ）

Ｆｉｇ．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Ｕ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ｓ （Ｂ）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但在年降水量大于 ９５０ ｍｍ 的地区出现反弹。
２．４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气候因子的关系

如图 ８ 所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西北七省三种类型草地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较大。 温带草地 ＰＵＥ 的波动范

围为 ０．９７—１．２２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其中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ＰＵＥ 分别高出多年平均值的 ８．８％和 ６．２％，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ＰＵＥ 分别低于多年平均值的 １３．７％和 １１．９％。 荒漠植被 ＰＵＥ 的波动范围为 ０．３６—０．５５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和 ２００９ 年 ＰＵＥ 分别高出多年平均值的 ２２．５％、２０．９％和 １３．３％，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０３ 和 ２００２ 年

ＰＵＥ 分别低于多年平均值的 ２１．２％、１３．１％、１１．８ 和 １０．１％。 高寒草地 ＰＵＥ 的波动范围为 ０．５７－０．７６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其中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ＰＵＥ 分别高出多年平均值的 １４．２％和 １０．６％，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８ 年 ＰＵＥ 分别低于

多年平均值的 １４．９％和 １１．６％。
以年为时间单位， 分别计算各像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ＰＵＥ 与年降水量和年平均气温的相关系数，以分析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对气候因子的响应。 总体而言，草地植被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年降水量的相关系数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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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西北七省草地植被 ＰＵＥ 的年际变化

　 Ｆｉｇ．８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Ｕ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ｅｖｅ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较大，广泛分布于－０．７—０．７ 区间，而其与年均温的相关

系数空间分布均一，多处于－０．２—０．２ 区间，这表明草地

植被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对年降水量变化的响应更加敏

感。 从地理分布情况来看（图 ９），草地植被 ＰＵＥ 的年

际波动与年降水量的相关系数最高的区域为青藏高原

东南部及川西高原南部，相关系数多在 ０．６ 以上，其次

为青海省西南部玉树和海南藏族自治州、新疆准噶尔盆

地及以北地区、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盟北部、鄂尔多斯、
科尔沁沙地及呼伦贝尔盟西部地区，相关系数多在 ０．
４５—０．６ 区间，而负相关性最强的地区位于塔里木盆地

西南部、藏北高原、柴达木盆地西北部、河西走廊及内蒙

古阿拉善盟西部地区，相关系数多在－０．３ 以下。 草地

植被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年均温的相关系数较高的区域

为青藏高原东南部及川西高原南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

地及新疆天山山脉以北地区，相关系数为 ０．４—０．６，其余大部分地区相关系数在－０．２—０．２ 区间。

图 ９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西北七省草地植被 ＰＵＥ 与年降水量（Ａ）和年均温（Ｂ）的相关性

Ｆｉｇ．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Ｅ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Ｅ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Ｂ）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ｅｖｅ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年降水量的相关系数随年降水量梯度的变化情况如图 １０Ａ 所示。 在年降水量为 ０—
２００ ｍｍ 的干旱地区，草地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年降水量的变化呈负相关，且年降水量越低的地区，负相关程度

越强；在年降水量为 ２００—１０００ ｍｍ 的地区，草地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年降水量的变化呈正相关，且随着植被生

长环境由干旱逐渐过渡到湿润，其正相关程度也随之波动上升；在年降水量大于 １０００ ｍｍ 的极端湿润地区，
随着环境湿润程度的增加，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对于年降水量变化的敏感程度下降，相关系数呈下降趋势，并逐

渐向负相关过渡。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年均温的相关系数随年降水量梯度的变化情况（图 １０Ｂ）表明，大部分地区草地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年均温呈微弱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０—０．２；在年降水量高于 １０５０ ｍｍ 的地区，草地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年均温的相关性较强，相关系数最高可达到 ０．４，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年均温较低，而温度

是限制植被生长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年均温较高的年份，植被生长状况较好，ＰＵＥ 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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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西北七省草地植被 ＰＵＥ 年际波动与降水量、气温的相关系数随降水量的变化模式。 ＲＰＵＥ⁃Ｐ， ＰＵＥ 与降水量的相关系

数； ＲＰＵＥ⁃Ｔ， ＰＵＥ 与气温的相关系数

Ｆｉｇ．１０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ＰＵＥ－Ｐ ）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Ｅ ａｎｄ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ＰＵＥ⁃Ｔ ）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ｅｖｅ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３　 讨论

３．１　 中国西北部草地 ＰＵＥ 值的分布范围

本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我国主要草地类型 ＰＵＥ 的分布范围为 ０．４２—１．５９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处于 Ｌｅ
Ｈｏｕéｒｏｕ 等［１］报道的全球干旱区草地 ＰＵＥ 范围之内（０．０５—１．８１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并与 Ｂａｉ 等［３］对于内蒙古草

地 ＰＵＥ 的估算结果（０．２４—０．７１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及 Ｈｕ 等［１０］ 对于中国 ４５００ ｋｍ 草地样带 ＰＵＥ 的估算结果（０．
１３—０．６４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相近。 整体而言，温带草地的 ＰＵＥ（０．９６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高于高寒草地的 ＰＵＥ（０．６５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这与 Ｈｕ 等［１０］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其原因可能是山区自然环境恶劣所致，低温、生长季短暂、强
风、强太阳辐射等不利因素影响了草地植被对降水的利用效率。
３．２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随降水量梯度的变化规律

本研究发现温带草地、荒漠和高寒草地多年平均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均随年降水量梯度的变化呈抛物线形

状，峰值分别出现在年降水量为 ４７２．９、２６３．２ 和 ５５９．２ ｍｍ 的地区。 由于不同研究区所处降水量区间及植被类

型的差异，研究者们在探讨草地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随年降水量梯度变化时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Ｌｅ Ｈｏｕéｒｏｕ［８］，
Ｐｒｉｎｃｅ 等［１１］和 Ｂａｉ 等［３］研究认为 ＰＵＥ 随年降水量的增加而升高；Ｓａｌａ 等［４］； Ｌａｕｅｎｒｏｔｈ ＆ Ｓａｌａ［２８］； Ｌａｕｅｎｒｏｔｈ
等［１３］ Ｋｎａｐｐ ＆ Ｓｍｉｔｈ［２］认为草地植被地上净初级生产力（ＡＮＰＰ）随年降水量的增加而线性增加，而 ＰＵＥ 则表

现为常数；Ｌｅｉｔｈ［２９］和 Ｈｕｘｍａｎ 等［６］则认为植被 ＰＵＥ 随年降水量的增加而呈降低趋势。 上述研究多是基于某

一相对狭窄的降水量区间得出的结论，而 Ｐａｒｕｅｌｏ 等［７］ 在年降水量梯度较广的区间下（２００—１２００ ｍｍ），发现

草地 ＰＵＥ 在极度干旱和极度湿润地区均较低，而峰值出现在年降水量为 ４７５ ｍｍ 的地区，这与本研究的结果

相一致。 Ｈｕ 等［１０］研究了中国 ４５００ ｋｍ 草地样带 ＰＵＥ 的时空演变机制，并分析认为在洲际和全球尺度下，草
地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随降水量梯度的变化趋势是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并在年降水量为 ４００—６００ ｍｍ 的地区

达到峰值，而本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 Ｈｕ 等［１０］的假设。
在年降水量较低的区域，水是限制植被生长的重要因子［６］，高生产潜力植被的光合生长对降水量的变化

非常敏感［３０］，因而 ＰＵＥ 随降水量的增加而升高［７］。 在年降水量较高的区域，土壤水分长期处于饱和状态，植
物根系和土壤微生物受到供氧限制，生物活性大大降低，同时过饱和的降水量形成地表径流，使易受淋溶作用

的关键营养物质（Ｎ、Ｐ 等）从生态系统中流失，间接地对植被生长造成胁迫，加上高生产潜力导致的高维持性

呼吸和生长性呼吸水平［３１］，使植被 ＰＵＥ 随降水量的增加而减少。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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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还发现，荒漠地区植被 ＰＵＥ 峰值对应的降水量区间（Ｐ ＝ ２６３．２ ｍｍ）低于温带草地和高寒草地

ＰＵＥ 峰值的降水量区间（Ｐ＝ ４７２．９ ｍｍ 和 Ｐ＝ ５５９．２ ｍｍ）。 沙漠地区植物为了适应干旱的生长环境，通常具有

较高的根冠比、较小的叶面积、较低的气孔导度［３２⁃３３］，从而限制了其光合速率和相对生长速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ＲＧＲｓ），使植物的 ＮＰＰ 对于降水量梯度变化的响应受到限制［７］。 因此，在年降水量大于 ２６３．２ ｍｍ 的

地区，受限于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征和生长习性，植被的 ＮＰＰ 并不随降水量的增加而线性增加，ＰＵＥ 表现为

下降趋势。

　 图 １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西北七省不同草地类型的 ＰＵＥ ／ ＦＶＣ（平均

值±标准误差）

Ｆｉｇ．１１ 　 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Ｅ ／ ＦＶＣ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ｅｖｅ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ｍｅａｎ ± ＳＥ）

ＭＳ，草甸草原；ＴＳ，典型草原；ＤＳ，荒漠草原；Ｓ，灌丛；Ｄ，荒漠；ＡＭ，

高寒草甸；ＡＳ，高寒草原（ｐ ＜ ０．０５）

３．３　 ＰＵＥ 在极端干旱地区存在异常值的原因分析

在温带草地、荒漠和高寒草地极度干旱区（ ＜ １００
ｍｍ）存在 ＰＵＥ 空间分布随降水量增加而减少的趋势，
这与 Ｈｕ 等［１０］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此外，Ｗｕ 等［３４］对于

中国东部温带草地 ＰＵＥ 的研究也发现在降水量梯度的

偏干旱一侧（年降水量＜２００—４００ ｍｍ）地区，植被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随降水量的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并
将其归因于该地区植被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

草地 ＰＵＥ 在极端干旱地区存在异常值的原因，可
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解释：首先，地形因素引起的降水

再分配可能是该地区草地植被 ＰＵＥ 较高的原因之一，
如塔克拉玛干沙漠被天山山脉和昆仑山山脉所环绕，由
于区域径流系统接受中高山带的冰雪融水补给，使草地

植被在局地降水量有限的情况下表现出较好的生长状

况［３５］；其次，由于干旱地区植物根系发达， 能够利用下

层的土壤水分， 同时具有较低的冠层导度， 每消耗单

位水量的生产量较高， 因而生态系统的 ＰＵＥ 较高［３６］；第三，干旱地区沙漠两侧的土壤表层沙土比例较高， 降

水的渗入率也就倾向于增加，使植被的 ＰＵＥ 升高，如撒哈拉沙漠两侧植被的 ＰＵＥ 可能达到 ４．０，甚至更高［８］；
第四，群落的物种组成结构也可能对 ＰＵＥ 存在影响。 在极端干旱地区，某些 Ｃ４ 超旱生植物， 如梭梭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沙拐枣（Ｃａｌｌｉｇｏｒｔ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珍珠猪毛菜（Ｓａｌｓｏｌａ ｐａｓｓｅｒｉｎａ）、松叶猪毛菜（Ｓ．
ｌａｒｉｃｉｆｏｌｉａ）、短叶假木贼（Ａｎａｂａｓｉｓ ｂｒｅｖｉｆｏｌｉａ）等多为植被的建群种或优势种［３７⁃３８］。 Ｃ４ 植物多分布于热带高草

原气候区，是对短暂雨季和长期高温干旱气候的适应进化类型。 与 Ｃ３ 植物相比， Ｃ４ 植物在干旱环境下具有

较低的蒸腾速率和较高的光合速率， 因此 ＰＵＥ 也可能较高［３９⁃４０］。
与 Ｈｕ 等［１０］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本研究并未发现荒漠植被 ＰＵＥ（０．４２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高于荒漠草原 ＰＵＥ

（０．５８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为研究方法不同所致。 Ｈｕ 等［１０］ 的研究方法为样地实测，不同于

本研究基于遥感影像的模拟方法。 ＭＣＤ１３Ａ１ 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为 ５００ ´５００ ｍ，依据像元二分模型的原理，单
个像元反映的 ＮＤＶＩ 信息包括植被部分和裸土部分［４１］，同理基于 ＮＤＶＩ 计算得到的 ＮＰＰ 和 ＰＵＥ 也可分为植

被、裸土两部分，因此单个像元中裸土所占的比例越高，其 ＰＵＥ 的估算值所反映的植被部分信息越少，与实际

值偏差可能越大。 因此，本研究计算单位植被覆盖度（ＦＶＣ）的 ＰＵＥ，用 ＰＵＥ ／ ＦＶＣ 来表征各植被类型植被部

分的 ＰＵＥ。 如图 １１ 所示，各植被类型中 ＰＵＥ ／ ＦＶＣ 最高的为荒漠（８．６５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其次为荒漠草原（６．０７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二者之间差异显著。 温带草地其他类型草地 ＰＵＥ ／ ＦＶＣ 顺序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

原，而高寒草原的 ＰＵＥ ／ ＦＶＣ 则高于高寒草甸。
３．４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及其影响因素

以往的研究认为，ＮＰＰ 的年际波动与年降水量之间同样存在正相关关系［４］，但不及二者在空间尺度上的

相关性明显［７］。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 ＰＵＥ 年际波动与年均温的相关性不及其与年降水量的相关性

１１　 ５ 期 　 　 　 穆少杰　 等：中国西北部草地植被降水利用效率的时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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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且 ＰＵＥ 年际波动与年降水量的相关性随降水量梯度变化的曲线呈抛物线形状，表明在年降水量相对适中

的地区，ＰＵＥ 年际波动对年降水量变化更加敏感（图 １２），这与 Ｙａｎ［１４］ 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植物个体生物

学特性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这两个限制因素在降水量梯度上的权衡作用（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可能是不同降水量区间

植被的 ＰＵＥ 年际波动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７］。
干旱端生态系统植被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主要受植物个体生物学特性的限制。 植物体吸收单位营养物质引

起叶面积指数（ＬＡＩ）的变化量越小，表明植被生理生态特征对其生长的限制作用越大。 在干旱环境中，植物

体通常具有较高的根冠比、较小的叶面积、较低的气孔导度，导致相对生长速率较低［３２⁃３３］。 当生态系统中可

利用水分发生变化时，草地群落必须通过调整植株数量、个体大小和物种组成来进行适应，而干旱环境中的新

生个体完成其生命周期需要较长时间［４２］，因此，在年降水量变化量相同的情况下，以旱生草本植物为主体的

草地生态系统植被叶面积指数、相对生长速率和 ＰＵＥ 的变化量比以中生草本植物为主体的生态系统更小。
湿润端生态系统植被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主要受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因素的限制。 可利用营养物质对于湿润

地区植被生长的限制作用显著高于其对干旱地区植被生长的限制［３１］。 在年降水量梯度的湿润端，植被中占

主导地位的物种通常具有较高的分生组织密度（Ｍｅｒｉｓｔｅｍ ｄｅｎｓｉｔｙ），因而具有较高的相对生长速率和生产潜

力［２］。 当年降水量发生变化时，草地群落通过调整自身生理生态特征来适应环境的速度要比干旱环境中的

草地群落更为迅速［７］。 然而，生物量和 ＬＡＩ 的增加意味着养分消耗的加剧，土壤有机碳含量和 Ｎ 含量就可能

成为限制植株生长的因素，如植物的 Ｎ 素利用效率随可利用水分的增加而升高，这也意味着在相对湿润的环

境中由于 Ｎ 素缺乏而对植物生长产生限制作用的可能性更高［４３］。

　 图 １２　 描述草地植被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与降水量梯度关系的概念

模型

Ｆｉｇ．１２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概念模型（图 １２），来描

述草地植被 ＰＵＥ 年际波动随降水量梯度的变化对于影

响其变化的两个主要驱动因素之间权衡作用（ ｔｒａｄｅ －
ｏｆｆ）的响应：在年降水量较低和较高的地区（年降水量

梯度的两侧），由于植物个体生物学特性和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因素的限制，ＰＵＥ 年际波动与年降水量的相关

性较弱，而在年降水量梯度的中段，ＰＵＥ 年际波动对年

降水量的变化最为敏感。 Ｋｎａｐｐ 等［２］认为，随着植被类

型在空间分布上沿荒漠－草地－森林过渡，植被 ＡＮＰＰ
的年际波动随年降水量梯度的变化趋势呈先增加后减

少的趋势，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此外，温度和水分的互作效应也可能是 ＰＵＥ 年际

波动与年降水量的相关性随降水量梯度先升高后降低

的原因之一。 以往的研究证实，温度是高寒草地植被生

长的主要限制因子，而降水量是相对干旱的温带草地植

被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１０，１２］。 对于温带草地而言，
ＰＵＥ 年际波动与年降水量的相关性随着由干旱区向湿润区过渡而逐渐增强；对于年降水量较高的高寒草地

而言，其年均温相对较低（图 ３），在这些地区，温度对植被生长的限制作用要大于水分［１７］，而植被 ＰＵＥ 与年

降水量的负相关性实质上体现的是其与年均温的正相关性［１５］。 如本研究发现，在年降水量大于 １０００ ｍｍ 的

极端湿润地区，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对于年降水量变化的敏感程度下降，相关系数呈下降趋势，并逐渐向负相关

过渡（图 １０）；同时，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年均温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达到整个降水量梯度区间的峰值。 这也证

实了随着降水梯度由较干旱的温带草地向相对湿润的高寒草地过渡，其 ＰＵＥ 年际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也由

年降水量逐渐转变为年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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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本研究基于遥感数据和气象数据估算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西北七省草地植被的降水利用效率， 并探讨了该

区植被降水利用效率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西北七省草地植被的平均 ＰＵＥ 为 ０．６８ ｇ Ｃ ｍ－２ ｍｍ－１， 空间分布则较为破碎，不存在相

应的空间变化规律。
２）各草地类型间的 ＰＵＥ 差异较大， 其中草甸草原 ＰＵＥ 最高， 荒漠植被 ＰＵＥ 最低。 在温带草地各类型

中，ＰＵＥ 的大小顺序为草甸草原＞灌丛＞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荒漠，各类型草地 ＰＵＥ 之间差异显著。 对于高

寒草地而言，高寒草原的 ＰＵＥ 显著高于高寒草甸的 ＰＵＥ。
３） 温带草地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与年降水量的关系呈抛物线形状（Ｒ２ ＝ ０．６５， Ｐ＜０．００１），在年降水量 Ｐ ＝

４７２．９ ｍｍ 的地区，ＰＵＥ 为峰值。 荒漠地区植被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与年降水量的关系同样呈抛物线形状（Ｒ２ ＝
０．６３， Ｐ＜０．００１），ＰＵＥ 的峰值出现在年降水量 Ｐ＝ ２６３．２ ｍｍ 的地区，这一值低于温带草地 ＰＵＥ 峰值的降水量

区间。 对于高寒草地而言，年降水量 １００ ｍｍ 以下地区植被 ＰＵＥ 变异较大，年降水量大于 １００ ｍｍ 的地区空

间上对应青藏高原和川西高原的高寒草地，总体而言植被 ＰＵＥ 的空间分布随降水量的变化呈抛物线形状

（Ｒ２ ＝ ０．４７， Ｐ＜０．００１），ＰＵＥ 峰值出现在 Ｐ＝ ５５９．２ ｍｍ 的地区。
４）在不同的降水量区域， 植被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气候因子的关系也有较大差别。 在年降水量为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ｍｍ 的地区，草地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年降水量的变化呈正相关；在年降水量高于 １０５０ ｍｍ 的地区，草地

ＰＵＥ 的年际波动与年均温的相关性较强，相关系数最高可达到 ０．４。
５）在年降水量较低和较高的地区（年降水量梯度的两侧），由于植物个体生物学特性和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因素的限制，ＰＵＥ 年际波动与年降水量的相关性较弱，而在年降水量梯度的中段，ＰＵＥ 年际波动对年降水

量的变化最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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